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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是“机器和大工业”的时代，技术无疑成为一种触目的“现代性现象”。在马克

思的著作中也必然存在着大量的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因素的论述。即便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发展出一

套系统的技术批判理论，但他始终以各种方式活跃在技术批判理论之中。他对生产—技术的追问，为

尔后的技术批判理论家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一

生产—技术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中处于何种地位？这源于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

并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紧密关联。理解生产—技术的本质，必须将其安置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背景

下。我们发现，生产—技术是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样态。在实践哲学传统的流变过程中，生产—技术

的本质涵义也发生着变迁。大致上，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经历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培

根的技术—功利范式与马克思的生产—艺术范式[1]。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奠定了生产—技术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地位。在《形而上学》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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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一章按照不同的“存在”，对理论学科进行的分类。更明确的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对理

性灵魂各种能力的分析。有鉴于科学（episteme）、努斯（nous）和理论智慧（sophia）同属理论活动（theo⁃
ria），因此从总体上看，亚里士多德是将人类活动分为理论或思辨、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而其德

性则分别是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技艺。理论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即“永恒的”；而实践

智慧和技艺的对象则都是“可变化的事物”。理论活动的目的是获得关于永恒事物的绝对确定的知

识，“是对于普遍的、必然的事物的一种解答”；而实践智慧则是一种不那么确定的知识，“不是只同普

遍的东西相关”，“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尤其是需要后一种知识”，甚至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不知晓

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因此说，实践智慧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

的、求真的实践品质”[1]。亚里士多德还特意强调，实践并不是技艺，技艺也不是实践。实践是一种自

身构成目的的活动，而技艺的目的则在活动之外。

以此来论，理论与实践是同一类活动，而技艺则属于另外一类活动。理论与实践的目的在于自身

之内，因而是一种自由的活动，而技艺的目的在于活动之外，所以不是自由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

来，生产—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是必要的，因为技术或者“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或者“增加了人类的娱

乐”[2]。由于技艺活动相对于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残缺性和不自由性，所以它明显地低于前两种活动，亚

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将技艺定位于低于理论和实践但高于经验的知识和智慧[3]。与之相应，城邦

里的工匠的地位明显低于从事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自由人。当然，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

根源，在古希腊生产劳动大都由奴隶承担，“财富并没有内在的价值，它们只带来‘私人享受’而已。当

时人们也贱视劳动，视劳动与自由人的身份不相合。”[4]其实，这种观念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开始了。例

如，他把床区别为“自然之床”——理念或是相、“木工的产品”和“画家的产品”，分别有神、木匠和画家

来“掌管”[5]。在亚里士多德伦理—行为范式中，生产—技术是低于实践的，是人类被迫从事的活动。

培根的技术—功利范式改变了生产—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中世纪，基督教改变了人们

对于生产劳动的看法，在修道院中，由于人们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劳动甚至成为人们接近上帝的

手段。近代以来，随着科学革命中技术作用的突显，生产—技术与实践的界限被打破。在培根那里，

实践被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征服的手段就是生产—技术。在培根看来，知识就是力量，生产

—技术使得人类拥有了控制自然的手段，成为了自然的主人。培根的技术—功利范式对生产—技术

地位的褒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贬斥生产—技术活动的一种反

拨，但他把生产—技术对自然的改造活动完全等同于实践，把实践的概念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

面，而且主要地是功利性的关系方面，这就造成实践概念的偏狭。在培根技术—功利范式下，生产—

技术概念统摄了实践概念，实践活动被等同于生产—技术活动。

生产—技术在马克思生产—艺术范式中被赋予新的规定性。这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对劳动的重新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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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生产—技术成为实践的基本内容，并且是“按照美的规律

来建造”[1]。对此，哈贝马斯指出，“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的“审美性生产”[2]。

生产和艺术都成了自由的活动的典范，成为实践的内容。在马克思的生产—艺术范式中，生产劳动与

艺术活动的关系无论如何变化，但对生产—技术活动的优先地位的肯定从未发生过改变。生产活动

作为人类的“第一活动”而优先于其他活动，而在这一活动中，技术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

那里，一方面，艺术始终是自由活动的典范，另一方面，生产劳动始终是其实践概念的首要内容，而且

生产劳动始终与自由实现密切相关，技术始终构成实践活动的一种样式或样态。

马克思指出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基础性，并将其理解为一种关乎人类本质的活动。在马

克思看来，自然并不是精神外化的结果，也不是作为人们直观的对象存在，而是通过人的现实的对象

性活动来展现的。马克思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指出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基础性：“一定的生产

方式或—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

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

“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

把大工业的本质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生产与人的

关系，技术成为现实的大工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和推动力，而且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

是作为“第一活动”进入人类生活世界的。他说：“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与人的生存状况和本质属性直接相关，物质生产作为现代

性的历史起点。他所涉及的有关技术的思考从未游离于生产这一主题之外，而是贯穿于其中。

二

马克思的生产—技术观是一种“审美—生命维持”的二重性模式。这一模式经历过从《1844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5]，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逐步完善的过程。其中，生产—技术

在人类活动中始终具有优先性。但对生产—技术“生命维持”功能之首要地位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

“审美性生产”的完全放弃，而是形成了一种“审美—生命维持”的二重性的生产—技术模式。可以说，

生产—技术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理论的含义，更有审美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把人的类本质设定为一种自由的自

觉的活动。生产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确证，只是异化才造成了劳动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消除异

化就是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马克思谈到了人的生产劳动和动物的根本性区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

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

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6]在这里，马克思把生产—技术活动归结为一

种“审美性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

“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7]。这样，马克思确立起生产—技术的“生命维持”维度。他提

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

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

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274、310页
[2][5]〔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第74页。

[3][4][6][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第79页，第47页，第67页，第78-
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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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技术的理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从私有制出发来说明异化何以可能，又用异化来说明私有制的形成，陷入一种循环论证。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他以分工理论来中介异化理论，从分工去说明私有财产的起源，将分工作为生产力和

交往形式之间的互相中介。“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样，就建立起分工和社会

生产力水平之间的联系。首先，“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

的生产力”[2]。其次，“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

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3]。最后，分工产生了所有制，“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

“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

然而，用分工理论来中介异化和私有制，虽然消除了异化和私有制之间的循环论证，却引发了一个新

的问题。既然私有制或异化是分工发展的结果，那么克服异化或消灭私有制就必然要求消灭分工。

为此，马克思谈到：“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

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伍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

来消灭”[5]。但作为活动的分工与作为活动的产品的私有制，并不能等同，因为私有制是一种社会关

系，而分工不仅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还与生产过程相关，具有技术的一面。“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

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6]，但分工的消灭却意味着对生产—技术过程的否定。分工

不但具有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含义，同时也是生产—技术的重要因素。

三

生产—技术在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判断一个“变革时代”，“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7]。生产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

和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中介，生产工具本身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生产工

具反映的不仅仅是对象性关系，更是揭示出一般物是如何与人发生最初的关联，是理解生活世界如何

构成的方式，这就把技术纳入到考察的视野之中。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工具不但标示出人类活动的层

次，也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水平，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标志”，“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

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

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8]

马克思通过对工艺学的考察，研究了手工生产、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各个时期的现代技术发展

史，他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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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把生产—技术视为超越现代性的手段。马克思终生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

并且这种自由的实现是在物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人

的类本质设定为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也就是物质生产劳动。生产劳动首先是人的类本质的确证，

而不是“生命维持”，只是异化才造成了劳动本身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但在这部著作中，也从一

个全新的角度进行了思考，即从工作日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长上来考虑此一问题。只是在《资本

论》最后手稿中，才将物质生产劳动和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划分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个领域，而

物质生产这个必然王国对于自由发展的作用只在于为自由王国提供基础，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

减少工作日，增加自由时间。

终其一生，虽然马克思的思想在不断地发展，但他都把未来理想社会的建立，奠定在物质生产发

展的基础上，生产—技术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同样也是实现人的自由的条件。这样，生产—技术作为

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就成为了超越现代性的手段。马克思对生产—技术的追问，始终在经济学的语境

下，技术始终与生产紧密关联，离开生产就没有技术概念可言，他对技术问题的处理是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的框架下完成的。

四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危机主要是由现代性社会关系造成的，仅仅靠生产—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完

全消除这一危机，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代生产关系。然而，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的本体

论地位，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构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唯一性维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解释体系认为只需将“生产力”从现代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和

技术的批判性评论”。布雷沃曼就认为，《资本论》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包含着对劳动过程

的细致的批判”，“而这一点长期以来几乎被人们完全忽视了”[1]。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商

品“物化”的分析主要限定在生产过程领域，并没有沿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方向来展开，无论这种进

路是否成功，它毕竟是对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一种发掘和延展。

虽然生产—技术作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成为了超越现代性的手段，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马克思

对生产—技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了技术的局限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

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

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

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2]

芬伯格指出：“技术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基础性的元素”，并不是“对马克思立场的全面描述，而

是以对马克思著作的高度有选择性的解读为基础的”，马克思经常谴责源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

普遍滥用[3]。

马克思对现代性生产过程的批判，首先体现在对分工的认识之中。马克思的分工理论除在社会

关系层面上造成私有制的形成——这一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变革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生产的技

术方式层面上的人的生存状况的异化[4]，甚至他在机器大生产萌发之初就已敏锐地意识到分工造成个

人活动领域的局限化、片面化、抽象化。

[1][3]〔美〕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8页，第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4]参见王南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和异化理论》，《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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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写道：“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它被迫从使的某种活动的

最为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成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

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1]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提出：“现代社会内部分

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2]

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考察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分工使得“终生从事同一种

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3]，“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

的一个器官，它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4]。更为严重的是，“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

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这样，梅涅尼·阿格里巴把

人说成只是人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5]。到了现代性的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工厂

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6]分工的高度发展，在于通过对生

产—技术过程的分解，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7]。

马克思对现代性生产过程的批判，最集中地体现在生产—技术对人的损害上，他敏锐地意识到大

工业生产过程中人的生存境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

活动、人的类本质以及人和人相异化这四个方面来阐释劳动异化理论。这种劳动异化造成对工人的

损害：“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

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

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8]《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劳动与工业结合起来考察，把工业的历史看作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

量的书，工业是劳动异化的主要指向，但工业中生产—技术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展开。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注意到了机器技术的使用对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组织形式的影响，

并用大量的篇幅揭露现代生产—技术对工人的损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论述了在机器大生

产中，工人是如何遭受机器的压制的：“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抛弃了

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

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

充分的发展。”[9]这些论述最集中的是在《资本论》的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考察了现代生

产—技术的发展历史，指出工场手工业时代和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

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

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

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10]该章重点分析了机器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特别是通过占有妇女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无节制地延长工作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

以至超越了生理和道德的界限。

马克思在对现代性生产过程的批判中，“不是将技术看作是无辜的，而是认为工业工具是危险的

永恒来源，只有通过没有被权利和利润的追逐所浸染的科学研究和人道的、合理性的计划才能避免这

种危险”[11]。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技术不是一种工艺学的研究对象，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因

[1][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第169页，第775页、第43页。

[3][4][5][6][7][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6页，第387页，第399页，第463
页，第403页，第46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11]〔美〕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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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入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域。

五

马克思对技术的态度基本上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采取一种辩证的方法，通

过生产—技术的内在超越来克服现代性的局限，可以说，技术成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其力量恰恰来源

于自身的矛盾之中。马克思的技术观似乎是矛盾的：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直接视为一

种技术批判理论，马克思是技术批判的开创者；而在另一些人看来，马克思又是一个十足的技术决定论

者或技术乐观主义者。其实，马克思对技术的评价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在他那里，技术批判的力量恰恰

来源于自身的矛盾之中。技术虽然存在着局限，但有其未竟的潜能，通过一定的发展过程将会克服其

自身的局限性。这种技术观根植于马克思对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他认为生产和艺术都是

作为自由的活动的典范，技术始终构成实践活动的一种样式或样态，具有“审美—生命维持”的二重性。

在马克思那里，技术作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成为超越现代性的手段。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技术活动作为自由的活动的典范之一，在人类活动中始终具有优先

性。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辩证法，马克思的现代性超越机制“是一种内在的超越”[1]，也即“在对现

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

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2]，生产—技术便是实现这种内在超越的手段。而一旦否定

了技术，必然会导致这种现代性超越机制的失效。例如，在卢卡奇那里，“物化”不仅局限于生产关系

领域，而且已经渗透到了生产过程之中，生产—技术本身也就无法摆脱“物化”，那么这就从根本上否

定了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来克服“物化”的可能性，从而否定了马克思的现代性内在超越机制。为此，卢

卡奇必须另辟蹊径，转而借用黑格尔的主客体辩证法。我们发现，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一出路的获

得，不过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翻版而已。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在无产阶级那里表现出一种现实

性，但这种同一性的获得是在主体那里通过某种“意识”或者“精神”的自我反思才得以实现的，因而不

过是重演了“绝对精神”回到自身的过程。

〔责任编辑：曾逸文〕

[1]〔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Marx and Criticism of Technology
Zheng Fei

Abstract: Basically, Marx took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echnology with reservations, that is, actually
a dialectic approach which means overcoming the limitations of modernity with the internal transcendence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Namely, technology becomes an emancipatory power which, however, just comes
from the contradiction in itself. This conception of technology has roots in Marx’s orientation toward produc⁃
tion－technology in human activities. In his opinion, mean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re the basis of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so that production－technology, one of typical liberal activities, is always
of priority in huma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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